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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化进程要求我们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全球公共经济学为全球治理提供了

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本文系统梳理了全球公共经济学的发端与理论渊源,从全球公共物品、全球

税收、国际税收竞争与合作的角度搭建了全球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丰富了全球治理问题研究。
目前,全球公共经济学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国家之间需要加强合作应对全球财政问题,并

加大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力度,推动全球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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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Piketty,2014)中指出,近几十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全球不平等反

而出现了快速攀升的势头,需要通过征收财富累进税的方式构建全世界的税收安排以应对日益恶化

的全球不平等。皮凯蒂对全球不平等开出的资本税药方引发了学者们对全球公共经济学(global
publiceconomics)的关注。公共经济学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理查德·马斯格雷夫(Musgrave,

1959)的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学家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的公共支出理论。随着20世纪80年

代全球化进程加速,除了国际税收竞争领域,公共经济学一旦涉及贸易、不平等、健康、环境等全球问

题,都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经济学家阿特金森(Atkinson,2003,2004,2014)曾孜孜不倦地推动全球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试

图融合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等学科形成跨学科课程,呼吁经济学课程需要开设全球公共财

政学(globalpublicfinance)科目,以进一步推动全球公共经济学发展。
当今公共财政学文献主要考虑国家(地区)层面,甚至是更低一层的财政问题,几乎没有从全球

的视角探讨公共财政的课程和书籍(Mendez,1992)。由于20世纪80年代全球公共经济问题还没有

完全显现,阿特金森(Atkinson,2014)甚至略感内疚地承认,他与斯蒂格利茨最初出版的《公共经济

学讲义》(Atkinson&Stiglitz,1980)几乎没有从全球的视角去思考。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政策制

定不能忽视其他国家的反应。为此,他们在再版的《公共经济学讲义》(Atkinson&Stiglitz,2015)导
言中写道:“在21世纪阅读《公共经济学讲义》时发现,没有从国际维度讨论公共财政是该书最大的

缺憾。如果今天写作本书,我们将撰写一本全球公共经济学教材,财政政策不能只考虑封闭经济的

国家-地区层面的问题。财政税收政策的目标受全球税收竞争的威胁与限制,公司投资决策和个体

移民行为受国家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影响。”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在全球不平等状况恶化、经济动荡与贸易摩擦加剧,健康与环境变化

莫测等全球问题日渐显现背景下,公共经济学更需要将这些内容纳入自身的研究范畴。人类社

会又一次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尤其是全球民粹主义的反弹和美国贸易战的逆全球化喧嚣,
全球经济合作与协调愈加艰难。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进程中,世界需要更全面的国际合作和

更完善的全球治理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Rodrik,2019)。因此,本文梳理全球公共经济学

起源,并以全球公共物品提供与融资、全球税收和全球税收竞争与合作三部分作为全球公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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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基本研究框架,论述全球公共经济学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试图为全球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经

济学的视角。

一、全球公共经济学的发端与理论渊源

20世纪60年代末期,公共经济学借鉴了道德哲学的最新发展重新思考了公平和效率问题,在传

统公共财政和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将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拉姆齐-萨缪尔森(Ramsey-
Samuelson)以及边沁-罗尔斯(Bentham-Rawls)的思想汇集于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理

论中,成就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大杂烩”(cocktail),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新鲜感,而且对政策分析提

供了深刻的洞见。卢卡斯(Lucas,1990)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家,他非常享受涉足公共财

政领域的研究……,在一群应用经济学家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他们使用(并扩展)
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强大方法以达到对政策问题更深入的理解。”这句话看似充满赞美,但却揭示了

公共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融入主流经济学(Atkinson,2003)。面对贸易、不平等、健康与环境等

全球化问题提出的挑战,有必要创立全球公共经济学,从全球视角而不是国家层面思考全球财政与

税收问题,以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
在阿特金森看来,至少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首先,继续拓展已有的国际税收竞争理论;其次,需

要构建合适的理论模型探讨国家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将全球正义原则(globalcosmopolitan-
ism)应用于全球公共政策分析。其实,与全球公共经济学相关的探索发端于19世纪后期,最早明确

提及国际税收的文献出现在1884年出版的詹姆斯·洛里默的《国际法学的终极问题》中,认为国际

机构的支出费用应由国际税支付,由各国政府向本国公民征收,国际税收的征收范围应与该国派往

国家立法机关的代表人数成比例(Frankman,1996)。早期相关税收的案例起始于1865年成立的国

际电信联盟(ITU)和1874年成立的万国邮政联盟(UPU),两者开启了全球征税的先河,两者根据各

国发展水平进行分类,支付相应的预算份额。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在二战以后为国际公共财政融资提

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思考,例如米德(J.E.Meade)提出为国际机构捐赠和征收累进税;凯恩斯(J.M.
Keynes)建议成立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ClearUnion)对国际收支盈余征税;丁伯根(J.Tin-
bergen)开出了一系列征收方案,对选定的耐用消费品征收0.5%的税,以及对不可再生资源、国际污

染物、人才流失(braindrain)和跨国公司活动征收税收(Bird,2018)。Seers(1964)提议用国际航空旅

行的全球税收作为发展援助的一种手段。托宾(Tobin,1978)的国家货币交易税(托宾税)的倡议也

受到学界以及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虽然这些倡议未能有效地实施,但他们富有想象力的思想火花

为全球公共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南,为世界范围寻找发展融资渠道指引了方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加速进程中的全球公共经济问题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学者们把

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概念拓展到全球公共物品层面。随着全球公共物品的兴起,尤其是在2000年

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提出了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等八项发展目标体系,预期到2015
年要预期完成千年发展目标(MDGs)。在当时,如何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融资是国际组织面临

的挑战。2000年以来,阿特金森等经济学家逐渐涉足全球公共经济学领域,他在主持联合国发展融

资来源的研究中汇聚了一批知名学者研究全球公共经济学,主编的《发展融资新渠道》(Atkinson,

2004)吸引了一大批跨学科的研究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利斯(J.A.Mirrlees)撰写的题为《全
球公共经济学》一章,将其最优税制理论扩展至全球层面。

美国金融海啸后,一些发达国家把精力集中于自身的经济复苏,全球公共经济学并未得到应有

的关注。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引发了对全球公共经济学尤其是全球税收的研究热

潮,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纷纷加入全球税收大讨论。皮凯蒂(Piketty,2014)开出的全球征收资本税

的药方触发了众多知名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Solow,2014;Hubbard,2015;Bird,2018;Jones,

2019)。学者们进一步思考全球如何面对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和健康等全球公共问题的挑战。联

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旨在进一步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满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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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卫生等社会需求并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战略。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特征包

括筹资、能力建设等方面。但是,目前关于全球公共经济的融资问题面临巨大赤字。许多发达国家

做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占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0.7%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

占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0.15%~0.2%援助的承诺(UN,2018)。但是,世界范围的官方发展援助依

旧存在“援助乏力”(aidfratigue)现象(Addisonetal,2018)。
如何帮助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最需要援助的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官方援助水平规

模该有多大? 如何让官方援助惠及穷人? 一国最优的官方援助如何决定? 公共经济学家很自然地

认为官方援助是对富国征收一种所得税,征收的标准和税率结构需要进一步研究(Atkinson,2014),
如何形成良好的国际“负担共享”(burden-sharing)机制也是全球公共经济学需要探索的领域。由

此,全球公共经济学试图从公共经济学视角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公共问题,在支出端主要探讨全球

公共物品供给,构建全球公共财政框架;在收入端探究全球征税以应对国际融资缺口;此外,全球化

进程中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与合作也是共同面临的挑战。

二、全球公共物品及融资

早期的全球公共经济学与全球公共物品几乎是相通的概念。从联合国2000年提出的千发展目

标(MDG)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其中很重要的议程就是如何应对全球健康、不平等以

及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物品问题。Rodrik(2019)从全球治理的视角阐述了全球公共物品的重要性。
(一)全球公共物品内涵

1.全球公共物品的界定。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公共物品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是将公共物品

的“萨缪尔森规则”(Samuelsonrule)扩展到全球领域。在这一趋势中,大量研究讨论了全球公共物

品的内涵。Kauletal(1999)的研究最具影响力并被广泛引用,他们使用两个标准识别全球公共物

品:一是强公共性,以商品消费中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为标准;二是全球公共物品的收益具有准普

遍性(quasiuniversality)。Barrett(2007)围绕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挑战指出,全球公共物品的回报

会使人们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为了回应全球公共物品概念的模糊性,Kaul& Mendoza(2003)从“公共三角”(triangleofpub-

licness)的视角给出了更广泛的全球公共物品的定义,认为全球公共物品必须在消费、利益区分和

决策方面表现出公共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Ostrom,2005)从排他性和竞争性程

度区分了“纯粹的”公共物品和“不纯的”公共物品,俱乐部商品因具有排他性被称为“不纯的”公共

物品。

2.全球公共物品分类。人的福利不仅依赖于国内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且越来越依靠国际合作

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全球公共物品帮助人类应对21世纪全球面临的诸如健康、不平等、气候变化

以及经济稳定等一系列的挑战。Kauletal(1999)将全球公共物品分为三类:一是全球的自然物品,
诸如臭氧层和气候稳定;二是人类生产的全球物品,包括科学与应用知识、原理以及文化遗产;三是

全球政策,像和平,健康与金融稳定等。Stiglitz(1995)列举了包括国际经济稳定、国际安全、全球环

境、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知识五种全球公共物品。一般而言,研究者认为全球公共物品包括知识、环
境、健康、和平与安全以及治理,还涉及基础设施。

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比如公开获取的知识和信息、教育、文化遗产以及传感和导航数

据。健康初始看来并不是公共产品,然而,无论是地方层面还是跨越国界,健康都具有外部性特征,
具有全球公共物品属性。世界银行(2001)建立了一个与健康相关的全球公共物品分析框架,核心的

全球公共物品就包括疾病根除和控制,以及疫苗接种研究和开发等(Moonetal,2017)。
环境资源是跨国界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超越国界的环境污染成为全球关注的问

题,例如空气质量、开放空间、生物多样性和稳定的气候。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有效地应对这些

全球性挑战,如减缓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限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此全球环境完全属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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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公共物品领域。这一类公共物品包括国际环境/大气层(Tavonietal,2011)、气候变化缓解

(Michaelowa,2015)和食品安全(Page,2013)等。
和平与安全是国际合作中最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之一。在国际组织内,一些国家共同分担责

任,在共同关心的领域提供安全保障,例如维持世界和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Stiglitz,1999),打击腐

败、战略防御(McGuire,2004)和打击毒品交易(Gregor,2011)。区域公共物品(RPGs)也是一种全球

公共物品,可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并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区域经济面临的挑战。毕竟,连通性和基础

设施似乎是区域一体化和集体行动最有力和最稳定的基础。区域公共物品包括跨境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运营,基础设施服务,以及共同投资基础设施以实现规模经济(ADB,2018)。
(二)全球公共财政融资

全球公共财政融资渠道是公共物品提供的重要资金来源,目前融资渠道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私人资源,包括非营利性公司、营利性公司和个人;二是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国家援助和国际组

织获得。
私人资源是融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Lettsetal(1997)认为,与公共或其他私人实体不同,非

营利性公司愿意支持具有巨额回报的风险投资。例如,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

了绿色革命,这场农业革命在半个世纪内拯救了超过10亿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开发新

药、疫苗和诊断剂所做出的贡献促进了传染病研发方面的国际合作。非政府组织在动员融资支持等

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力。企业慈善事业和社会责任计划项目可以长期为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资金,并给

予适当的税收激励。例如,美国千年疫苗计划为企业提供了高达1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疫苗和疫苗研发。
发达国家采取多种方式为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资金。Birdsall&Diofasi(2015)归纳了发达国家

为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资金的四种方式,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债务转换或减免、非官方发展援助以及通

过税收激励私营公司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向发展

中国家分配贷款和赠款,资助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促进全球金融稳定。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形成了

一系列制度安排为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资金,由成员国提供资金,并通过费用分摊等方式应对紧急情

况。区域公共物品主要由区域开发银行和其他区域组织资助和提供。Kanbur(2004)指出,区域开发

银行通常有四种方式为区域公共物品提供资金:捐赠信托基金、贷款、限制性净收入转移以及行政预

算分配。
全球公共物品市场化以及征收税费也是解决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例如分配可交易污染和排放许

可,将配额分配给各个国家的方式可能会导致国际财富的重新分配。Narassimhanetal(2018)研究

表明,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拍卖已经产生了实质性收入来源支持减排计划。越来越多的研究突出了

全球公共物品对搭便车的敏感性和集体行动困境(Barret,2016)。

三、全球税收

作为全球公共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税收相关研究目前大多停留在理论探索方面,例如如

何从全球税收角度建立一个广泛可接受的可持续全球财政安排。
(一)全球财富课税争论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资本流动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挑战,皮凯蒂(Piketty,2014)提出

了通过征收财富累进税的方式构建适用于全世界的税收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

不平等,规避金融风险,有效监督银行运行,跟踪全球资本流动。全球资本税在理论上是切实可行

的,原因在于富人的收入往往难以确定,针对资本的直接税可以准确评估富人的财富贡献能力,资本

税往往也是对资本存量寻求最高收益率的一种激励措施,对于确保资产活力有积极意义。尽管这一

理想的制度很难付诸实践,但仍然为我们衡量其他备选方案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点,为打破承袭资

本主义和避免资本过度集中提供了一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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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Solow,2014)认为皮凯蒂的“富者愈富的动态学”(rich-get-richerdynamics)有可能成为

现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实际最低工资水平的下

降、工会和集体谈判能力式微、全球化和贫困国家低收入工人的竞争加剧、技术的变革导致劳动力

市场两极分化等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但这些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不平等的加剧,一是它

们没有解释最顶层收入人群(收入前“1%”)为什么与其他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是这些因素可

能是一种巧合。皮凯蒂建议对财富征收累进税的提议在技术上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有利于消除不

平等。
但是,Hubbard(2015)认为皮凯蒂提出征收全球资本税以克服财富不平等的税收政策不能解决

实际问题,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皮凯蒂基于资本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导致不平等的分析视角

并非是征收资本税的依据;二是当代的社会保险税和消费税能更好地解决皮凯蒂所提出的问题。皮

凯蒂提倡的财富税会导致极大的效率损失,需要借助其他的政策手段进行干预。Auerbach& Has-
sett(2015)从征收全球资本税的数据分析、逻辑演变和政策可靠性三个方面对皮凯蒂提出征收全球

资本税这一观点进行了驳斥,也认为征收消费税是一种更为恰当的政策工具。

Jones(2019)认为对高收入群体征税还需要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二是成功的新思想需要高报酬作为回报;三是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项的研究补贴政策难以有的

放矢地发挥作用。最优税收文献关注再分配效应和“做大蛋糕”(sizeofthepie)的增长效应之间的

权衡关系。作者在最优税收文献中引入了基于思想的增长理论(idea-basedgrowththeory)指出:过
去一个世纪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归因于相对小部分人群所产生的新思想,沃尔玛的商业模式,Uber
的创新以及亚马逊的创新性思想都具备非竞争性。在某种程度上,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将扭曲创新,
不仅影响发明家的收入,还会损害经济体其他个体的收入水平。因为思想的非竞争性,每个人的工

资都是整个知识存量的增函数,抑制新思想产生的扭曲行为影响每个个体收入。近些年来,有一系

列文献探讨了向全球富人征税问题(Scheuer&Slemrod,2019)。
(二)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征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国际税收从国家层面征税然后将收入转移到国际机构

的可能性(Specht,2017)。Boadway(2003)试图从财政联邦主义的实践经验作为分析发展融资的指

南。尽管从全球的视角探讨联邦主义富有想象力,但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作者认为这是一个

有趣的参照系,并提出全球财政收益的三大来源:一是对国家征税,构建一个有利于全球均等化的方

案;二是对国际外部性征税;三是对国际流动税基征税。阿特金森(Atkinson,2004)集中讨论了一些

可能的方案:(1)全球环境税,对产生环境成本的商品或服务征税,根据其碳含量征收碳氢燃料税,或
间接征收航空旅行税;(2)货币流动税(“托宾税”),这是一种外币交易税,涵盖一系列确定性的交易

(即期、远期、掉期、衍生品等);(3)全球彩票,通过国家经营和许可的彩票经营,收益在参与国家的彩

票和发展基金之间共同分享。在皮凯蒂(Piketty,2014)之前,联合国(2012)曾提出对所有家庭总资

产的总价值征税,包括所有者拥有的房产、现金、银行存款、货币基金以及用于保险和养老计划的存

款;房地产投资和非法人企业投资;公司股票、金融债券以及个人信托等。另一个版本的征税方案叫

作“亿万富翁税”(billionairetax),对拥有亿万或者更多美元的个人财富征收百分之一的税收(Ox-
fam,2016),对超过10亿美元财富的拥有者征收1.5%的全球税,用于穷国的基本教育和健康服务,
这些措施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有利于经济增长,合乎道德,也是社会变化的催化剂。尽管巴菲特、盖
茨等亿万富翁们和保守的经济学家们也认为这些税收是有益的,但是,目前全球还没有对财富和收

入进行全球征税达成共识(Bird,2018)。
关于全球层面征税品类可谓五花八门,借鉴Bird(2018)及相关学者的论述,具体可归类为环境

相关的碳税、国际金融税以及其他类型税收。

1.全球环境税。在全球环境税中,碳税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工具之一。芬兰于1990年

率先在全球征收碳税,到2019年南非《碳税法案》正式生效,已有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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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实施碳税政策。全球气候变化的第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

生效,其侧重于数量监管。当谈到气候变化时,经济学家几乎普遍认为引入碳税毫无疑问将是一个

正确方向(Heal&Schlenker,2019)。相比排放交易计划(ETS),碳税产生收入不需要建立新的监管

机构。但是,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任何此类税收都难以达成一致,只有经过主权国家同意才能履

行,而分配过程也会产生利益冲突(Bird,2018)。
尽管一些国家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不断推出碳税,但全球被碳税所覆盖的排放非常有限(World

Bank,2016),而且政策似乎还没有跟上气候变化的步伐,更不用说开始扭转气候变化的速度了

(Nordhaus,2016)。例如,2016年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50%的民众支持通过碳税方式来减少温室

气体效应,68%的美国人支持化石原料公司支付碳税,这一比例在2019年攀升至72%,但是,美国一

直未实行碳税政策(Andersonetal,2019)。Bird(2018)对世界征收碳税同样持悲观态度,除非世界

受到巨大的气候灾难,否则全球化的碳税进程举步维艰。
国际航空和航运税也被看作是阻止碳排放的手段之一。Oxfam(2016)提出对国际航运每吨碳

排放征收25美元的税,这些收入可以设立为绿色气候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并控制自

身的碳排放,以实现清洁航运。当然,要使这些税收得到有效实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工业

界必须加强合作。

2.国际金融税。作为全球公共物品之一,国际经济稳定尤其是如何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一直是

研究者关心的话题。托宾税(1978)一直在争论中未能成为实际行动方案。Rajan(2003)认为在全球

范围内永久征收托宾税可以改善国际税收,为贫穷国家提供国际援助。IMF(2010)把金融稳定性贡

献税(FSC)、金融交易税(FTT)、金融活动税(FAT)和托宾税(国际货币交易税)视为最重要的提高

系统稳定性的四大方法,建议对银行征税的最佳方式是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征税,根据投资组

合的评估风险程度制定征收税率,金融透明度提升和信息共享系统为全球征税提供了可能。
金融交易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Brondolo(2011)列出了可能受此类税收影响的23种不同类型

的金融交易,其中很多交易在近几年以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的国家实施。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正式

提出了实施欧盟范围内金融交易税计划,以确保金融部门能够应对危机,阻止机构进行过度冒险投

机行为。2013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11国金融交易税的提案,但参与国尚未完全同意税收

征收范围和收入分配等基本事项(Bird,2018)。

3.其他税种。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以及全球公共经济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其他各种可能的税

收政策应对挑战。(1)征收数字产品税。数字化时代引发的对“网络空间”征税似乎成为一种“新的

国家财富”(newwealthofnations)来源。2019年,OECD开始着手解决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重新

设计国际税收规则以改变跨国公司的纳税行为,设计防范税基侵蚀等措施。面对全球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如何征收数字产品税? 数字产品税的国际规则如何确立? 都是国家经贸往来面对的焦点问

题。2019年,法国与美国的数字产品税争端将是未来数字产品税征税进程的重要案例。(2)征收自

然资源税。联合国(2012)建议在全球海底资源使用权方面,应对距离任何国家领土100英里以上的

所有海底矿产资源的开采进行限制,并列出了一系列“创新发展机制”:开采自然资源的土地使用费;
向使用化石燃料以及其他排放来源征税;努力提高有关采掘业的国内和国际财政安排的透明度。尽

管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涵盖了数十个国家,但在没有任何真正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情况下,这些

提高透明度的努力虽然并非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Forstater,2017),但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

要一步(Bird,2018)。(3)航空旅行小额税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这种税作为国际药品采购组织

的资金来源,用于在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疗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毒的药物。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在

2009年对航空客票征收小额税收,所得款项转入国际药品采购组织。

四、全球税收竞争与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以及新的通信和运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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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全球化降低了货物、服务、资本和就业跨国界流动的交易成本。生产要素在全球寻找最

优的税后回报率,一旦一国实行税收优惠,将会吸引生产要素向该国转移。为了防止税基流失和争

夺国际流动资本,各国政府都会参与一场“国际税收竞争”博弈(Genschel&Schwarz,2011)。Razin
etal(2019)发现全球化改变了全球收入分配,金融自由化诱发了国际税收竞争的“逐底效应”(raceto
thebottom),甚至带来发达国家福利政策的重构。

(一)国际税收竞争

1.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以Zodrow & Mieszkowski(1986)和 Wilson(1986)
(ZMW)模型为基础。ZMW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假设市场为自由竞争市场,国家之间资本可以自由

流动而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每个国家只能按属地原则对资本进行征税。ZMW 发现税收竞争会

导致国家均衡税率过低和公共品供给的不足。

Bucovetsky& Wilson(1991)在ZMW模型的基础上纳入国家规模因素认为,在国家规模相同

的情况下,为吸引厂商和资本,各国都会把均衡税率设在较低的水平,从而造成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在国家规模不同时,小国拥有较高的资本税率弹性,它可以通过设置较低的税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
从而在税收竞争中获利。Kanbur&Keen(1993)通过构建商品竞争模型发现,规模较小的国家会设

置更低的均衡税率。Hays(2009)在ZMW 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国内因素的限制,例如反补贴压力

等,将这些因素纳入基准模型可以缓解税率竞争性下降的压力,国内约束程度较低的国家比国内限

制条件较高的国家更有能力竞争国际流动税基,从而达到较低税率的均衡水平。

Konrad(2009)及Kiss(2012)在税收竞争模型中考虑了最低税率作用,在国家之间的无限重复

博弈税收竞争中,重复博弈可以促使国家之间通过隐性合约维持合作,但最低税率限制了国家惩罚

反叛者的能力,不利于国家之间的税收合作。Wilson(2015)通过在税收竞争模中加入中央政府作用

发现,如果中央政府和下级政府共享税基,那么提高一级政府税基可能会降低另一级政府的税基规

模,产生纵向税收外部性(verticaltaxexternality)。当中央政府的税率是外生固定的,下级政府税率

的增加会导致税后回报率下降,总储蓄下降。此时,中央政府税基下降,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减少,公
民福利受到影响。

Konradetal(2016)构建了避税天堂竞争模型分析一国是采取避税天堂运作模式还是采用透明

制度,其主要取决于国际压力和避税天堂国家收入池的规模。在国际税收竞争背景下,有的避税天

堂会选择遵守国际透明度标准,自愿报告本国财富,以提高抵御国际压力的能力。

2.税制设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出现了一股降税浪潮,各国之间税收竞争的加剧引发

政府进行税收制度改革。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出现了单一税倾向。单一税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复杂

且没有兼顾效率及公平的美国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而提出的。受单一税理论的影响,美国于

1986年颁布了《税制改革法案》,并引发了世界性的减税浪潮。东中欧国家普遍采用单一税率,更广

泛的税基,体现了更简单的税法设计规则(Keenetal,2008)。到2016年,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对

个人所得税实行单一税率。Adhikari&Alm(2016)利用中东欧的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研究发现,
单一税对国家经济有着积极正向的影响。

另一方面,特朗普税改引发了新一轮国际税收竞争。Wagneretal(2018)发现特朗普税改给实

际税负较高的公司和具有较大递延税负债的公司带来了税收福利。Lai(2018)认为美国的税改可能

会推动美国消费能力的增加,从而有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但特朗普税改会吸引中国国内资本流向美

国,减少中国的本土投资,同时美国资本会回流,降低中国企业吸引外资的能力;税改使得美国税负

减轻,成本下降,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加强;税改增强了美国对国外资本的吸引力,美元升值

潜力增强,相较于美元,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增加。

Slemrod(2018)认为特朗普税改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赤字问题。特朗普税改前美国财政赤

字的问题已经较为严重,税改在未来10年内会降低税收收入,这意味着美国的财政赤字会不断恶

化,而且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会提高利率,吸引消费者储蓄和外国资本流入,挤出私人投资。二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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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问题。个人所得税的调整降低了富人税负,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变化不大,公司税的实际收益大部

分流向公司所有者,而工人只能获得较少的收益。特朗普税改会促使世界上其他国家重视本国的税

制设计,引发新一轮全球税收竞争浪潮。

3.税收竞争与人才流动。Klevenetal(2019)指出税收竞争影响人才流动的实证研究面临两大

挑战:一是数据问题。搜集每个人的收入和适用税率数据是一个庞大的工作。二是影响人员流动的

因素较多,税收政策的外生性很难确定。
有两种方法解决实证研究的数据问题:一是研究者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劳动力市场的某个行业

或者某种职业。高收入群体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他们的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近乎一致,一定程度上

缓解数据获取困难的问题。例如Klevenetal(2013)研究足球明星的流动,相较于其他高技能的职

业,足球运动员在短时间内赚取大量收入,并且他们的职业涉及国家较少,所以足球运动员对于税收

较为敏感。作者发现国内足球明星的净税率的弹性大约为0.2,而外国足球明星的净税率大约为1。
进一步分析发现,存在排序效应(sortingeffect)和位移效应(displacemnteffect),排序效应意味着低

税率会吸引水平更高的足球明星,这些运动技能更高的足球明星会取代低技能的球员;位移效应表

现在给外国足球队员较低的税率会挤出本国的足球队员。Akcigit(2016)使用美国和欧洲专利局所

有发明者的独特国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最高税率与一国的发明家所占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国内

超级明星发明者的净税率弹性大约为0.03,而外国超级明星发明人的净税率弹性接近为1。但如果

一家公司在该国的研究中占有较高的份额,那么发明家对税收就不那么敏感。二是通过官方数据寻

找税收与移民相关的信息。例如,可以利用国家税务或社会保障记录观察跨税务管辖区的内部迁移

情况(Agrawal&Foremny,2019),或者直接研究某些特定的国家,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这
些国家记录了所有与税务移民相关的数据(Klevenetal,2014)。Klevenetal(2013)认为某些国家

给予外国人税收优惠为识别税收政策的人才流动效应提供了很大帮助。

4.避税天堂。随着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一些自然资源稀缺、人口数量较少、经济基础薄弱的

国家或地区为了吸引国外公司来本国注册,改变自己的税制设计,选择低税率或完全不征税,逐渐形

成了“避税天堂”。Dharmapala& Hines(2009)指出避税天堂是在提供合法程序和完善的政府服务

的同时,以低税率或完全不征某些税收为特征的国家或地区。避税天堂国家或者地区税率较低,设
立在该地的公司大多为空壳公司(papercompany),无实质经营活动,设立在该地的公司主要进行利

润转移活动。Desaietal(2006)研究发现,大型跨国公司以及在海外比较活跃的跨国公司最有可能

在避税天堂经营,在避税天堂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技术密集型和贸易行业。Slemrod& Wilson(2009)
认为避税天堂的弊端会加剧税收竞争,导致各国竞相降低税率。Hong&Smart(2010)指出避税天

堂也有益处。尽管公司将收入转移至避税地会侵蚀高税收国家的收入,但国际税收筹划产生的投资

效应会抵消税基侵蚀。
随着越来越多的离岸中心进入跨境财富管理市场,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使基金监管变得更加简

单,过去40年,全球离岸财富大幅增加。Zucman(2013)估计世界上8%的家庭金融财富都在海外持

有。Alstadsæteretal(2018)运用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双边数据研究发现,约占全球GDP10%
的财富由避税天堂持有,但这个结论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海外财富仅占GDP的

百分之几,但在欧洲大陆,这一数字上升到15%,在俄罗斯、海湾国家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甚至高达

60%。结论的异质性与该国的税制设计、地理区位、历史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在英国、西班牙和法

国,离岸财富对不平等的影响更大。
(二)国际税收合作

在国际税收竞争引发一系列现实问题后,各国试图寻求合适的税收合作的方法。Genschel&
Schwarz(2011)指出现阶段的国际税收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家协商降低税率差;二是重点

监督跨国企业,加大税收征管的强度。第一类税收合作通过设置国际共同税率来实现,但有可能会

牺牲大国的利益。目前各国主要采用第二种税收合作方式,通过签订税收协定和国家之间的信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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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促进合作。Burbidgeetal(1997)指出,税收合作可以使两国在纳什均衡状态收益最大化,提高合

作国家的收益,与此同时,非合作国家的福利也得到提升,这样不利于国家之间自愿开展税收合作,
税收合作的推进还依赖于致力税收合作的国际组织。目前OECD国家和欧盟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

经济形势,在国际税收合作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实行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不
断推动国家之间的税收透明和信息交流。

1.税收协定。税收协定通常被视为税收竞争的补救办法,国家之间的税收合作可以通过签订

税收协定来实现。在双边税收协定下,预提所得税、税收定义和救济方法由协定双方共同选择。根

据博弈论理论,税收协定将税收从非合作税收竞争转移到了税收合作(Chisik&Davies,2004)。
国家之间的税收协定主要参照两个范本:联合国范本和经合组织范本。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签订税收条约主要参照经合组织范本,它更适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联合国范本更适用

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较于经合组织范本,联合国范本给予来源国或资本进口国更多的税收权利,
这个范本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接受(Kosters,2004)。

税收协定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务操作中,税收协定有被滥用现象。
在20世纪70年代,有第三国国民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获取其本不应得到的税

收利益。美国坚持在税收协定中列入详细的“利益限制”条款(LOB条款),打击滥用税收协定的做

法。近年来,税收协定中的“利益限制”条款变得越来越详细和复杂。2014年,经合组织发布了

BEPS行动计划6———防止税收协定滥用,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制定新的反滥用税收协定规则,
防止协定条款的滥用;二是澄清不双重征税并非是制定税收协定的意图,协定的目标是在不偷税、
漏税和避税的前提下消除双重征税;三是确定各国签订税收协定之前应考虑的税收政策(Broe&
Luts,2015)。

2.BEPS行动计划。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是指国际跨国企业利用各国税制差异以及税

收规则漏洞和征管缺陷,尽可能减少其全球总体税负,甚至达到双重不征税的目的,造成对各国税基

的侵蚀。1998年,经合组织发表的税收竞争的报告确定了“有害”竞争和税收制度的形式,试图查明

避税天堂和税收优惠制度特征以应对税基侵蚀问题。

2016年BEPS包容性框架诞生,在15项行动计划中,有4项计划为最低标准,它们分别为:打击有

害税收竞争(行动5),防止税收协定滥用(行动计划6),国别报告(行动计划13),改善争端(行动14)。
最低标准的每一项都要经过同行的审查,确保可以及时和准确地执行。包容性框架要求,2016-2020
年间的每个国家根据职权范围展开审查。

20国集团(G20)在鼓励各国承诺遵守国际标准和税收遵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各国之

间的税务信息交流。但Eccleston&Smith(2016)考虑到G20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和激励机制的

差异,认为BEPS行动计划能否为监管国际避税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还有待实践检验,而且BEPS
行动计划在应对跨国公司税收筹划的作用方面日渐变弱。

BEPS旨在为国际税收规则带来一致性和透明度。近年来,国际税收规则一直受到全球化进程

中国际商业交易和全球价值链复杂性的挑战以及数字经济带来的压力。从网上收集跨境供应的增

值税销售数据,尤其是私人购买来自国外供应商的消费品等行为,给税务机关征税带来了一定的难

度。2019年经合组织和G20召开了包容性框架会议,会议的主旨是在2020年底前就经济数字带来

的税收挑战达成一项具有广泛共识的长期解决方案。根据经合组织(2019)调查报告显示,BEPS四

项最低标准的实施产生了具体成果:打击有害的税收(行动计划5),截至2019年5月,同行已审查了

255项税收优惠制度和超过21000项税务裁决,如今已有130个以上的国家和司法机构加入BEPS
行动计划。

3.推动税收透明。经合组织还积极与20国集团合作,加强税收透明度和打击逃税行为。2009
年,20国集团宣布终止银行保密的时代,并呼吁全世界的司法管辖区共同努力,提高全球税收透明

度。今天,已有150多个成员国和司法管辖区有效地执行国际税务透明度标准和信息交流,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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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形成的按要求交换信息(EOIR)和自动交换信息(AEOI)两项国际标准,促进了税务目的信息

交换。

Lips(2019)指出,过去10年中全球税收治理在税收信息交换和BEPS行动计划中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有力推动了国际税收合作。对于国际税收合作问题,众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Holzinger
(2005)认为再分配问题是国际税收合作中的关键,若处理不当,国家之间税收合作谈判容易出现分

歧。Zucman(2014)提出可以建立全球金融资产登记系统,该系统能够让各国政府有效地监督所有

的流动性资本;加大对避税天堂的资本管制,对流入资本收取较高的费用,并且配套建立全球统一征

税系统。Bird& Mintz(2019)认为现阶段达成任何税收合作协议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
且难以真正实现跨辖区资源的再分配,自愿合作才是建立更好的国际税收合作体系的较好解决

办法。

五、全球公共经济学理论的困境与展望

贸易不平衡、全球健康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毫无疑问需要世界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应对。
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时,如何化解全球公共财政赤字? 如何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以避免搭便车行

为? 全球公共政策评估的基础是什么(Atkinson&Stiglitz,2015)? 对于这些问题,全球公共经济学

需要从理论与实践方面给予积极的回应。

1.困境。全球公共经济学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存在双重失灵,也即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state-
failure)(Kaul,2015)。市场失灵引起的搭便车行为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在国际层面,国际性

组织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忽视了全球利益。诸如IMF、WTO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负责国

际公共事务的协调,但这些组织本身缺乏透明度和强制力,应对全球市场失灵的作用还很有限。国

家失灵不同于政府失灵,政府失灵是指官僚和政治家关注自己利益的行为,国家失灵则特指当今世

界秩序是由单个主权国家组成的系统,由于缺乏有效的世界治理结构,没有明确地超越国家的税收

与财政管理组织,财政税收政策和管理主要留在主权国家手中,导致一些重要的再分配方案在国家

之间难以达成共识。所以,当今全球公共经济学面临的是如何规避市场失灵与国家失灵的双重挑

战,尤其是国家失灵风险。Kissinger(2014)指出当前世界秩序面临“两难悖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

全球化时代,但政治架构却依赖于民族国家为基础。国际秩序的巩固与发展依赖成功的全球化,但
全球化的进程伴随着逆全球化的政治浪潮。

2.展望。全球公共经济的福利经济基础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正如20世纪70年代约翰·罗

尔斯和罗伯特·诺齐克对公共经济学的影响一样,经济学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尤
其是,政治理论和哲学领域的关于全球正义研究的文献将对全球公共经济学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抛

弃传统公共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能依赖羽翼未丰的全球主义(globalcosmopolitanism)
吗? 我们能对世界所有的公民一视同仁(equalweight)吗? 对很多人来讲这将遥不可及,不仅因为

国家政府控制领域的限制,而且国家政府提供给国外居民的权利和福利还远远不够(Atkinson,

2015)。
德国经济学家Kaul(2018)呼吁:我们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理解全球公共物品在全球经济中至

关重要的作用! 旧的思维和理论难以矫正市场失灵,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政策制定者更好地构想和理

解当前的政策。尽管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各种挑战,但是政策分析家们已经意识到全球公共经

济学或者全球公共政策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
同时,全球范围内的财政架构非常重要。一是全球范围内就搭便车现象难以达成一致的协议,

能否考虑在一些国家群体内比如欧盟部分国家实施,形成具有柔性的几何结构(flexiblegeometry)
组织,协调公共经济问题。二是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制度设计。Birds(2018)明确断定,如果没有一个

全球性政府,那么就不会有全球性征税问题。Atkinson(2014)构想的全球财政联邦主义,美国与其

他的联邦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存在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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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启示。2020年全球突发的新冠疫情为全球公共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诠释,病毒是全球共同

的挑战,全世界需要突破面对公共事件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国家失灵”窠臼,协同分享信息、技术,
共同研发应对世界面临的灾难。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必将

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有效

化解了全球发展领域的融资缺口,有助于解决发展鸿沟,化解全球发展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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